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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收入差距
与农民子女教育获得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崔 晓 娟1,2,蔡 文 伯1,付 晶 晶3

(石河子大学1.师范学院;2.政法学院;3.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

摘 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

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有

差异。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性别偏好和健康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但不能降低区

域间教育资源不均产生的教育获得差异。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瞄准重点群体,对

准关键要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去除农民子女

教育获得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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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获得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工作、社会流动去向、社会地位甚至代际命运[1]。农村家庭子女

的教育获得更是其跳出农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金钥匙。很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和教育获得有

密切联系,林毅夫[2]、董志勇[3]、赵国友[4]等论述过教育获得水平提升对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正向

作用,Hill和Duncan等证实了家庭收入与教育获得有正向关系[5]。近年中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

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农村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家庭收入与教育获得往往交互影响,经济弱势和教育弱势可能

交织叠加,造成父辈贫困对子辈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6]。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要坚持扶贫与扶智

相结合的大格局,瞄准重点群体,对准关键要素,实现精准脱贫。基于家庭收入与教育的密切关系,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优先发展农村教

育事业”的背景下,本文选择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村

家庭收入作用于教育获得的具体要素,尝试回答进一步促进农村教育发展要在哪些方面使劲发力。
以下文献结论对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收入差距会导致教育获得差距。Duncan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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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美国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导致两个群体受

教育年限的差距增加3/4,进入大学的差距增加1/2,大学毕业的差距增加1/5[7]。郭丛斌、闵维方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

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

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8]。二是教育获得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资本差

距引起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薛海平认为家庭资本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本质是经济、特
权、文化等资源排斥,优势阶层家庭依靠资源排斥作用,以家庭经济资本换取优质教育资源或占据

教育机会优势,进而转变为子女学业成就优势[9]。Li的研究显示,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低收入家庭

子女更多在相对低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大学就读,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
而这三类学校中精英大学学费最低,中等水平高校次之,低水平高校最高。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供

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更重[10]。三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和家庭经济资源丰富到

一定程度,家庭收入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Graaf用荷兰1950年前后的数据对比论证了布迪

厄关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经济资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减弱,文化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

响增加”的假设,认为荷兰政府实施的系列收入改善政策成功地打破了经济限制教育获得的壁

垒[11]。四是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教育不平等的恶性循环。陆铭等采用分布滞后模型证实收入差

距扩大短期会使低收入群体各级教育的入学率降低,这种状况会持续降低全社会的人均受教育水

平[12]。杨俊等认为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收入差距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

直接原因,若不加以改善,则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13]。
本文对农村家庭按照收入调查分组,分群体讨论农村教育获得问题。使农村教育获得问题不

再一概而论,而是具体群体具体分析,研究结果更有层次性和针对性。同时,本文从多维视角出发,
将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放置在收入差距视阈下,探讨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会作用于哪些因素,从而可

以提升子女教育获得。收入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家庭资本、城乡差异、个人因素对教育获得的研究,
利用调查数据也使结果更具有实践性。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都以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来衡量收入差距,建立回归模型,且
数据来源多是统计年鉴。本研究数据使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3年“中国家庭收

入项目调查”(CHIP2013)的农村地区数据。东部选取北京、江苏、广东、辽宁、山东五个省份,中部

选取河南、湖北、山西、安徽、湖南五个省份,西部选取四川、重庆、云南、甘肃四个省份进行研究。除

去居民收入数据和其他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后形成有效样本共9117份,其中东部地区2911份,
占31.93%;中部地区3644份,占39.97%;西部地区2562份,占28.10%。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以

选取样本家庭的年收入为依据从高到低分3组,其中10万以上为高收入组,共791份;4万至10万

为中等收入组,共4246份;4万以下为低收入组,共4082份。
(二)变量设计

教育获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获得是指某个人在学校完成的最高学历,广义的教育

获得多见于社会学理论,近似于教育资源获得,包括能否继续上学、父母的期望和辅导、老师的赞

扬、物质支持、方法支持、精神鼓励等[14]。本文借鉴陈建伟[15]、Duncan[7]等人研究中教育获得的度

量方式,用受教育年限作为因变量,衡量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水平。黎煦[16]、刘志民[17]等的研究证

实子女的教育获得除了受家庭收入的影响外,与个人因素和其他家庭因素紧密相关。本研究的自

变量按照个人变量和家庭变量进行设计,根据实证结果从地区因素、性别因素、健康状况、父母背景

等四个方面分析和比较不同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情况。



1.因变量:受教育年限

本次调查中子女受教育水平基于问卷中的问题:“您受正规教育的年数?”用连续的教育年限

(上了几年学)表示,这样更贴近实际,因为多数没有上完小学的被调查者可能选择自己为小学程

度,这种情况会抬高对其教育水平的统计[14]。从表2农民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可以看出,
高收入组教育获得水平在中等教育高级阶段,中、低收入组处在中等教育初级阶段。高收入组农民

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中、低收入组分别多1.43年和2.26年。

2.自变量

(1)个体因素。包括被调查子女的性别、民族、所在地区、健康状况。性别变量主要观察农村家

庭男孩教育偏好的观念转变情况;民族变量观察不同民族是否有教育获得差异;所在地区考察区域

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教育获得差异;健康状况考察身体素质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2)家庭因素。包括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年限、职业情况。其中兄弟姐妹

数量为正数时不包括本人;父母政治面貌用中共党员来衡量;父母受教育年限作为整体考察时用父

母各自受教育年限之和来表示,父母各自受教育年限的模型分别用他们实际受教育年限表示;父母

职业情况用是否全职务农来表示。自变量的编码情况见表1。
表1 自变量编码一览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0 1 2 3 4

性别 女性 男性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好 非常好

兄弟姐妹数量 独生 1个 2个 3个及以上

父母政治面貌 均非党员 1个党员 2个党员

父母职业情况 均非全职务农 1个全职务农 2个全职务农

父母受教育年限 连续的教育年限(上了几年学)

  根据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样本在性别、民族、
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等方面分布较为均匀。但高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均值最

高、全职务农均值最低,所在地区均值接近东部地区;低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均值最低、全职务农

均值最高,所在地区均值接近西部地区。说明不同经济资源的家庭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存

在内源性差异。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高收入

均值 标准差

中等收入

均值 标准差

低收入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受教育年限 10.72 3.525 9.29 3.689 8.46 3.666
自变量

个人变量

  性别 0.68 0.468 0.63 0.482 0.61 0.487
  民族 0.02 0.132 0.04 0.197 0.05 0.225
  健康状况 3.44 0.571 3.39 0.638 3.26 0.709
  地区 0.50 0.688 0.83 0.757 1.18 0.738
家庭变量

  兄弟姐妹数量 1.15 0.892 1.13 0.845 1.25 0.834
  父母政治面貌 0.18 0.396 0.13 0.361 0.11 0.323
  父母受教育年限 15.444 4.922 14.507 4.458 13.151 4.491
  父母是否全职务农 1.61 0.706 1.74 0.587 1.82 0.491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个体教育获得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元回归是分析一个因变量受多个自变量影响的

计量方法。因此,本文借鉴肖日葵[18]的研究,把教育获得作为因变量,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作为

自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建立模型如下:

Educationi=α+Σ
j

j=1
βijFactorij+ε

其中,因变量教育获得用Educationi 表示;α是截距,表示当影响因素的值为0时,个体教育获

得的平均水平。βij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其含义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影响因素(Factorij)
每改变一个单位,教育获得(Educationi)的变化水平;ε表示随机误差。Factorij分别表示性别、民
族等个人因素和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政治面貌等家庭因素。首先,分别控制和加入家庭因素,建立

不同收入组个人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回归模型;其次分别控制和加入个人因素,建立不同收入组家庭

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3、表4。
(二)个人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表3 不同收入组个人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常数项/变量

高收入

控制家庭

变量

引入家庭

变量

中等收入

控制家庭

变量

引入家庭

变量

低收入

控制家庭

变量

引入家庭

变量

性别 -0.928***

(0.261)
-0.845***

(0.262)
-0.251**

(0.117)
-0.255**

(0.118)
0.006
(0.117)

0.003
(0.118)

民族 -0.615
(0.941)

-0.672
(0.935)

-0.249
(0.290)

-0.318
(0.290)

-0.024
(0.255)

-0.057
(0.254)

健康状况 0.204
(0.214)

0.096
(0.214)

0.156*

(0.089)
0.158*

(0.089)
0.460***

(0.081)
0.431***

(0.081)

地区 -1.028***

(0.180)
-0.953***

(0.182)
-0.175**

(0.076)
-0.186**

(0.077)
-0.163**

(0.078)
-0.131*

(0.079)

常数项 11.175***

(0.767)
10.651***

(0.921)
9.075***

(0.326)
9.551***

(0.441)
7.154***

(0.301)
6.882***

(0.438)

R-squared 0.057 0.079 0.003 0.009 0.009 0.02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家庭变量和加入家庭变量的模型显示,个人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现以下特征:在高收

入组,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影响非常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在中等收入组,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影

响比较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健康状况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回归系数为正。在低收入组,健康因素对

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非常显著,回归系数为正,地区因素的影响有显著性,回归系数为负。这个结

果表明,高收入组女性比男性获得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子女受教育年限高,
西部地区最低。中等收入组女性获得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地区次

之,西部地区最低;身体状况越好,可能受教育年限越高。低收入组子女身体健康素质对教育获得

的影响最大,子女健康状况越好,教育获得水平越高;所在地区存在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

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情况。
横向比较两种模型的显著性和系数,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对高收入组农民子女的影响最具显著

性,系数最大,中等收入组次之,低收入组没有显著性。健康因素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具显著性,系
数最高,中等收入组次之,对高收入组影响没有显著性。地区因素对3个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的影

响都有显著性。其中对高收入组的影响最具显著性,系数最大;对中等收入组的影响次之;对低收

入组有显著性。民族因素对教育获得并无显著性影响。



(三)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分析

控制个人变量和引入个人变量后,不同收入组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
在高收入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更显著;
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呈现负向影响。在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与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

育年限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兄弟姐妹数量、母亲或者父母双方全职务农呈显著负相关。在低收入

组,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更具显著性;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全职务

农对教育获得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母亲的影响更突出。这个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普

遍增加子女的教育获得,在不同收入组的影响无显著差别。在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父亲、母亲

一方或者双方是党员,子女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母亲或者父母全职务农,子女受教育年限会减

少。在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会减少子女受教育年限。
横向比较两种模型的显著性和系数,结果显示父母的政治面貌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大,系数最

高,其次是中等收入组,对高收入组没有显著性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中等收入组的影响最

大,高收入组次之,然后是低收入组,并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影响更重要。父母双方是否全职

务农对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大,低收入组次之,对高收入组影响没有显著性;其中母

亲是否全职务农对低收入组的影响最大。兄弟姐妹数量对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子女教育获得有

比较显著的影响,收入的提高不能降低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表4 不同收入组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常数项/变量

高收入

控制个人

变量

引入个人

变量

中等收入

控制个人

变量

引入个人

变量

低收入

控制个人

变量

引入个人

变量

兄弟姐妹数量 -0.306**

(0.139)
-0.138**

(0.068)
-0.083
(0.070)

父亲政治面貌 0.324
(0.347) 0.367

0.409**

(0.187) 0.633***
0.804***

(0.203) 1.008***

母亲政治面貌 0.567
(0.772)

(0.312) 1.176***

(0.347)
(0.159) 1.726***

(0.483)
(0.179)

父亲受教育年限 0.117*

(0.061) 0.070***
0.087***

(0.029) 0.102*
0.086***

(0.027) 0.029**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3
(0.052)

(0.026) 0.076***

(0.025)
(0.013) 0.022

(0.024)
(0.014)

父亲是否全职务农 -0.167
(0.373) -0.003

-0.099
(0.186) -0.216**

-0.348*

(0.205) -0.023*

母亲是否全职务农 -0.196
(0.434)

(0.174) -0.375*

(0.221)
(0.097) -0.574**

(0.275)
(0.117)

常数项 10.600***

(0.924)
10.651***

(0.921)
9.467***

(0.446)
9.551***

(0.441)
7.007***

(0.446)
6.882***

(0.438)

R-squared 0.080 0.079 0.013 0.009 0.023 0.02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引入个人变量的模型将父母作为整体来进行回归分析,变量设计

见表1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上文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不同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回归分析结果,引发以下结

论和思考。
(一)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

考虑家庭因素和去除家庭因素,收入越高的家庭,性别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影响越大。农民子女

中女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会成为更大的教育获得受益者。这个结果说明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



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在中国和很多国家普遍存在。Kugler认为性别偏好在印度等很多国家被视作一种

社会约定,男性偏好深深根植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使得超过一个孩子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

面会有偏向男性的权衡[19]。我国学者吉才妙的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数增加会降低女性子女的受教

育年限,而对男孩并未显示出统计显著性[20]。刘复兴等研究认为大学生人力资本受到自身不可逆

特征的影响,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存在性别歧视,性别偏好使得女性的人力资本低于男性;家庭

教育投资性别的差异又会强化两性生理学意义上的差别[21]。
事实上,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和家庭经济约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偏好紧密联系。在农村低收

入家庭,教育支出被认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很高,中等收入家庭次之。在家庭预算约束的情况

下,根据新古典家庭模型,父母对于每一个子女,存在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行为决策。家庭教育最

优投资行为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偏好直接关联。随着法律环境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很少有岗位

限制“只招男性”或“男性优先”,但是在实际聘用筛选时对求职者会有隐性的性别甄选,女性在就业

中遭遇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双重歧视[22]。考虑经济预算约束和教育收益,家庭更可能牺牲女性的教

育机会以支持男性。
教育获得的性别偏好并不是存在于所有家庭。城市家庭的教育性别偏好比农村家庭弱,富足

家庭比贫困家庭的教育性别偏好弱。当经济资源不成为教育投资约束时,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得

到缓释。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农村家庭,经济富足时,男性和女性同样被支持接受发展性教育,获得

选择生活的能力。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会明显降低性别偏好,女性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增加。
(二)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低收入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与健康因素关系最密切,身体健康素质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身
体健康素质越低,受教育年限越短。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健康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减弱甚

至消失。这说明,提高家庭收入可以提升子女的健康素质,从而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教育获得与青少年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一项关于挪威高级中学辍学原因的调查显

示,控制父母代际影响,学生辍学首要原因是心理健康问题,占到21%,其次是身体健康问题导致

的厌学,占到11%[23]。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cottRozelle认为,被忽视的营养

和健康不良问题是影响中国农村初中及初中之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关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农村

留守中小学生的调查样本结果显示,患有贫血的占到27%,患有寄生虫疾病的占到33%,患有近视

的占到20%。考虑到至少有一种健康不良状况的重叠部分,大约有66%的学生存在生病或营养不

良,健康问题可能使学生没有充足精力投入学业①。
事实上,农村家庭的保健意识薄弱,贫血、寄生虫疾病和近视等健康问题对子女生命安全没有

较大威胁,因此很多低收入家庭会忽视轻微健康不适对孩子教育获得的影响。中小学生对自身健

康水平和健康重要性的认识非常薄弱,碰到轻微的身体不适会通过坚持和忍耐克服。一名受访学

生患有肠道内寄生虫疾病,“肚子痛”经常使他没办法集中上课注意力。家人认为该生父亲偶尔有

同样症状,猜测是遗传因素而没有接受治疗。在甘肃、宁夏等地区的贫困农村,个别贫困家庭的孩

子患有先天性残疾、白内障或者癫痫等,因为家庭经济约束没有及时治疗,也没有能力送这些孩子

去正规的特殊学校就读。这些孩子成为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基本能力自力更生的最底层、生活最

不堪的人群。
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收入约束而忽视子女健康投资,使得健康问题困扰子女的生活和学习,从

而影响了教育获得水平。增加健康投资可以降低健康问题对教育获得的负向作用。Li和Scott
Rozelle等的测试结果表明,每天一粒维生素可以克服学生的贫血,一段时间后测试学生获得更高

① 数据来自ScottRozelle在中国第三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的报告《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危机、来源和解决方案》,文章没有发表,

但他的部分观点可见其他学术论文,如:王晓兵,张林秀,罗仁福.中国西南地区儿童土源性线虫感染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血吸虫

病防治杂志,2012(3):268-293.



的数学成绩;及时配一副眼镜消除近视,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表现;每年提供价值一美金的驱虫药,
驱除寄生虫后学生的认知成绩会提高[24]。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子女的健康投资增加,健康不适影

响教育获得的症状会逐渐消除。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也会使患有健康疾病的子女获得康复并继续

接受教育,使患有特殊疾病的子女获得特殊教育的机会。因此,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健康问题对

教育获得的影响。
(三)提高家庭收入可以降低父母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呈负相关,即收入越高,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

获得的影响越小。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中差异很大,高收入组中,仅父母

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父母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是否全职

务农均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具体分析可知,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父母观念因素和父母职业因素对

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变小。
家庭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父母观念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在:高收入组家庭,

政治面貌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在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父母政治面貌对教育获得影响皆非常显

著,且低收入组的系数最高。政治面貌代表的是父母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观念。党员父母可以说是

思想先进者。2017年中国共产党员人数职业构成中,农牧渔职业的党员人数占到29.5%。在农

村,只有在生产生活中思想、道德、工作能力等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才可能入党。通过调研发现,家
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会普遍提高父母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降低父母对孩子接受教育的收益权

衡,支持更高层次的教育。相比较而言,在低收入家庭,父母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对子女教育获得的

期望。父母一方是党员的家庭即使家庭经济条件受到约束,但能克服经济障碍,或者把握国家助贷

政策,让孩子通过教育拥有选择生活的能力。而教育观念落后的家庭,则要求孩子不做“睁眼瞎”,
子女到了可以外出打工的年龄,便开始分担家庭经济负担,并很早结婚生子。因此,父母思想观念

落后的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代际传递和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
家庭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父母职业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在:低收入家庭,父

亲和母亲全职务农都会降低子女的教育获得,中等收入家庭,母亲全职务农降低子女教育获得,高
收入家庭,父母是否全职务农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没有显著性。农村家庭从事的职业一般分为全

职务农和非农就业。郭琳等的研究认为农村父母非农就业会增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经济支持,从
而更有利于子女获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机会[14]。低收入家庭往往呈现出土地耕地少,无其他经营

性收入,农业收入只能保证生存需要的特征。如果父亲或者母亲不通过非农就业获得额外经济收

入,则没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此父亲、母亲非农就业

在收入越低的家庭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更显著的重要性。高收入家庭,无论经济来源是农业就业

或是非农就业,家庭经济资源可以支撑发展性需要,因此父亲、母亲的职业不再显著成为制约子女

教育获得的因素。
(四)提高家庭收入没有降低地区差异引起的教育不公平

地区因素对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农民子女教育获得都有显著影响。东部地区

农民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说明地区差异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

影响具有普遍性,即使家庭收入达到同等的水平,地区差异仍带来教育获得的差距。同样是高收入

组和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家庭,子女身处东部比在中部、西部地区在教育获得上更有优势。同样是低

收入阶层的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在子女教育获得上更处于弱势地位。地区差异对高、中、低收入组

的影响呈现由大到小的特征,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地区因素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会越

来越重要。当农民子女克服家庭收入因素的藩篱时,比拼所在区域是其教育获得高低的最重要竞

争点。
农民子女的教育获得在区际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况,要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的资源

约束来解释。东、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差异而出现教育资源依次由高到低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学



校数量的差别、师资和教育条件的差异以及教育经费的差距等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东部农

村地区教师资源丰富、学校数量充足、教学条件先进,与西部农村地区优秀教师难以引进和留住、学
校分散稀少、教学环境艰苦等形成鲜明对比。教育资源的高低不同从入学机会就可以导致教育获

得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丰富,就近入学政策基本可以保障入学机会均等[25]。西部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差异大。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为了追求较好的教育资源,村里的孩子去乡

里上学,乡里的孩子去县城上学,县城的孩子去市里上学。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办学

质量相对低一些的村小或教学点。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西部农村农民子女进入县城中学的名额特

别有限,选择乡镇高中教育则考上公立本科高校的可能性较小,一些家庭因为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

让孩子终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教育泰尔系数得以下降[26]。但是

地区间的资源约束并没有打破。对于西部农村家庭,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可以让子女接受同

等水平的教育。教育资源不均衡使得弱势地区农村家庭既要克服城乡差距,又要克服不同地区的

农村差距,如果要获得和东部同等收入阶层相同的教育获得,可能需要更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

扶持。

五、启 示

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因为家庭收入差距和地区资源约束而产生差异,是经济基础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映射在农村教育领域的一种表现。在家庭收入和地区资源约束下,教育偏好产生教育机会差

异,健康因素产生能力素质差异,父母教育观念和父母职业产生教育经济支持差异,地区因素产生

教育资源差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

题号脉开方,其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是缓

释收入差距影响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配方。
首先,推进低收入家庭精准扶贫是为农村教育发展补血。父母“干什么”作为生计方式决定子

女教育获得的经济根基。(1)瞄准低收入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2)强化政策扶

持,积极开发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3)改进帮扶方式方法,实施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

等机制,鼓励低收入家庭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这些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可以拓宽农村居民就

业渠道,增强农村低收入家庭经济造血功能。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突破家庭经济约束导致的

教育机会障碍,提高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水平。同时父母“干什么”决定父母“怎么看”子女成长

健康、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收入的增加可以产生积极的健康投资行为和教育投资偏好。因此,增加

农村家庭收入是提高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补血良方。
其次,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是为农村教育发展补气。地区经济条件通过资源配置能

力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结果。经济发展滞后、教育资源匮乏是农村教育体虚的主要原因。(1)加大

力度支持中、西部发展,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增加地区经济

支撑教育发展的骨气。(2)统筹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倾斜,提高农村教

学设施、师资力量和课程建设水平,是激励农村教育发展的士气。(3)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机制,提高

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保证家门口有好学校,是增加农村教育发展的底气。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均衡

地区教育资源,保障农民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机会,是解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教

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必然要求。
最后,健全公共教育支出和学生资助制度是为低收入农村家庭教育降压。(1)巩固提高农村义

务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入学率,降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保障适龄教育的农

民子女可以完成义务教育。(2)选择性实施农村高中阶段免费教育,降低高中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

支出,使绝大多数农民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3)加快农村特殊教育发展,保障特殊教育的经费

投入,将需要的人群纳入特殊教育体系,保证农村特殊人群接受教育。(4)健全低收入家庭农民子



女的资助制度,提供更加积极和具体的贷款、补助、奖学金等项目,保障农民子女在所有阶段教育中

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5)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高在校学生的身体素

质,降低健康困扰对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降低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农村家

庭教育支出负担,让农村教育发展带给乡村发展更多的人力资本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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